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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PePindex7]摘要：鉴于关于我国燃料电池汽车产业的央地政策协同效应如何及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产业多主体创新发展等问题尚不清晰的现状，深入探讨央地产业政策协同状况及其作用效果，以有效发挥政策合力促进行业发展。围绕促进多主体创新这一产业政策作用的关键，基于对打通创新链和产业链融合通路的政策作用机制分析，构建中央与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群政策协同理论框架，从作用层面划分推动型、拉动型和保障型3类政策共9项细分措施，利用2011－2021年间中央和5个示范城市群的153份政策，采用状态协同度模型和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以多主体创新视角进行样本数据分析，并应用回归分析检验政策协同对行业发展的促进作用。结果表明：3类政策的央地政策协同演化均呈“Ｗ”状，总体协同度在提升，但过程不够稳定；9项细分措施的央地协同水平普遍较高，达到高度协同的占比达71%；央地政策复合系统的协同度演化虽各呈现不同波动，但均在2020与2021两年达到最高协同水平；政策协同度对行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效应。由此提出未来在产业的央地政策中应加强对多主体创新的引导规划，促进产业链和创新链融合；地方政府应完善政策实施过程中的调配运行机制，稳步提高3类政策的协同性。
关键词：多主体创新；产业政策；政策协同效应；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群；状态协同度模型；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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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ffect of Central and Local Policy Coordina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Fuel Cell Automobile Industry:
Multi-agent Innovation Perspective
[bookmark: PePindex14]Xing Rui, Sun Xi, Sun Weijia, Wang Guoho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116024, China)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unclear status quo about the synergy effect of central and local policies in China's fuel cell vehicle industry and to what extent it promotes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ulti-subject industri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ynergy of central local industrial policies and their effects in depth, so as to effectively play the joint force of policie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Focusing on the key role of promoting multi-agent innovation as an industrial polic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policy mechanism of opening up the innovation chain and industrial chain integration channel, the policy coordination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central and fuel cell vehicle demonstration city clusters is constructed, and a total of 9 subdivision measures ar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of policies from the role level: promotion, pull and guarantee, and 153 policies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five demonstration city clusters from 2011 to 2021 are used, and the state synergy model and composite system synergy model are adopted. Sample data analysis is carried ou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agent innovation,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is applied to test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policy synergy on industry develop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ordinated evolution of central and local policies of the three types of policies is "W"-shaped, and the overall coordination degree is improving, but the process is not stable enough; the level of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of the 9 subdivision measures is generally high, accounting for 71% of the high degree of coordination; although the degree of synergy of the central and local policy composite systems shows different fluctuations, they all reached the highest level of coordination in 2020 and 2021; and the degree of policy coordina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the industry. Therefore, it is proposed that for the future of fuel cell vehicle industr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hould strengthen guidance and planning of multi-subject innovation and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ial chain and innovation chain; local governments should improve the allocation and operation mechanism in the process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steadily improve the synergy of the three types of policies.
Key words: multi-agent innovation; industrial policy; policy synergies; fuel cell vehicles; demonstration city cluster; state synergy model; composite system synergy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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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sys25628124]发展氢能产业对国家能源安全、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和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具有重要意义[1]。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兼具能源安全、“双碳”目标以及汽车强国建设等多重使命，受到各国政府高度重视[2]。中国对于燃料电池汽车的政策支持始于“十五”计划期间确立的新能源汽车“三纵三横”布局1），此后产业政策配合国内燃料电池汽车实际运行情况，先后经历了发展目标确立、技术路线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和示范应用阶段。2021年，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五部委联合发布了五大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群，相关政策加大了对示范应用的支持，旨在因地制宜地促进中央和地方、政府和企业协作，共同推进燃料电池汽车产业成长。面对日益复杂的产业技术环境和国际市场环境，中国燃料电池汽车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如何针对产业特色和发展需求优化政策体系、提高政策效力成为新时期亟待解决的问题。燃料电池汽车比传统汽车产业链更长、复杂度更大，往往需要多方协同创新攻克技术难题、共同解决成本与管理等一系列问题，促进产业链和创新链上的多主体创新成为推进燃料电池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3]。多主体创新强调通过共享想法、知识、专长、机会及创新平台推进重大科技创新[4]，产业链和创新链上的各个主体既是协同创新的联结点[5]，也是产业政策的作用载体。然而，既有政策研究成果对于燃料电池汽车发展依赖多主体创新这一特色问题关注不足，鲜见从多主体创新视角审视产业政策协同及其作用效果。为此，本研究选取2011－2021年中国政府及5个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群颁布的153份政策为样本，重点关注政策中促进多主体创新的相关内容，采用状态协同度模型和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对央地政策协同进行测度，并应用回归分析检验政策协同对行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旨在明晰当前中国燃料电池汽车央地政策协同水平及演化态势，揭示政策效力，为促进燃料电池汽车产业链和创新链融合发展，优化央地产业政策体系提供参考，同时，也在理论上为深化央地政策协同研究提供新视角。
[bookmark: pindex26]1  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bookmark: pindex27]1.1  文献综述
政府政策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引导产业高质量发展，其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多项政策要素的选择搭配与协同运用[6]。政策协同是将政策工具组合并通过政策间相互配合实现更好的政策效果[7]。20世纪90年代起，政策协同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Meijers等[8]从组织视角切入，认为政策协同可以存在于组织之间也可以存在于组织内部，并且多主体协同是解决政策实施过程中跨界问题的重要举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9]报告中将政策协同划分为3个层面，即纵向协同、横向协同和时间序列协同；纵向协同方面，有如胡志明等[10]基于“政策目标-政策工具”分析框架解析了中央、河南、许昌三级政府关于制造业转型升级政策的纵向协同问题；横向协同方面，有如Li等[11]运用灰色关联法分析了281个地级市环境方面的政策协同程度；时间序列协同方面，李冬琴[7]等探讨了中国科技创新政策协同演变特征，并检验了政策协同与创新绩效的关系。此外，还有学者在研究中同时关注了政策互补性、政策交叉性以及协同网络演化问题[12]。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学者们如赵晶等[13]、阳镇等[14]、薛晓珊等[15]分别从系统论、网络理论以及整体性治理等视角对政策协同机理展开了讨论，李卫红等[16]、董豪等[17]、乐为等[18]分别深化了关于政策协同演化及其对企业创新、产业绩效和市场渗透作用效果的研究。
划分政策类型是开展量化研究的基础，学者们从多个视角对政策进行了分类。如，Rothwell等[19]从政策方向出发，将政策工具划分为供给面、环境面和需求面三大类；仲为国等[20]依据活动方式将政策措施分为金融外汇、财政税收、其他经济措施、行政措施和人事措施5种；李世超等[21]根据政策对产业活动干预程度的强弱，将政策划分为强制性、混合性和自愿性3种类型。
现阶段，学者们对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特定政策的作用效果、政策结构和政策阶段变迁3个主题。在特定政策作用效果方面，主要探讨了财政补贴政策、货币政策、税收优惠政策以及政策组合等对企业创新、信用融资、消费促进等的影响作用，如郭雯等[22]研究发现政策组合的一致性和综合性对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据领先具有促进作用；关于政策结构，主要围绕供给型和需求型政策占比、政策结构对产业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以及产业政策的国际比较等问题展开研究，如黄栋等[23]、卢超等[24]的研究；在政策变迁方面，部分学者从政策着力点出发，将产业政策分为政府主导、车企主导、消费者主导3个阶段[25]，还有学者按照新能源汽车产业的4个发展阶段探究了政策的演进特征[26]，也有学者分析了政策效果的阶段性特征[27]。
总体而言，尽管学者们对政策协同问题的研究已经深入到机制层面，也形成了丰富的量化研究成果，但是较多的研究如学者李冬琴[7]、董豪等[17]分别将国家政策和区域政策视为独立的存在，从科技创新、节能减排、产业政策等特定类别展开研究，仅有少数学者如乐为等[18]关注了央地政策协同问题，更鲜见对于多主体创新这一重要现实问题的关注；与此同时，在新能源汽车政策研究方面，也缺少从政策协同视角探究政策结构及其作用效果。在中国的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发展中，国家和示范城市群地方政府出台的诸多政策形成的协同效应如何，以及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多主体创新发展等重要问题尚不清晰。因此，围绕燃料电池汽车产业特点并参照谢青等[28]的研究，按照政策作用机制，将燃料电池汽车政策划分为推动型政策、拉动型政策和保障型政策三大类（以下简称“3类政策”），从多主体创新视角切入，深入探讨与产业发展相关的中央政策与5个示范城市群政策的协同作用及其作用效果。
[bookmark: pindex32]1.2  理论框架
产业链涵盖了同类企业的产业组织关系、产业链上下游主体间的经济交易联系，以及高校、科研机构和政府等非市场主体间的非经济性活动[29]。创新链是一个开放式创新过程，通过联结多个参与主体，相互之间共同协作以实现创新目标[30]。随着产业链上创新活动的日益频繁与复杂化，衍生出“产业创新链”的概念。产业创新链是产业创新过程中，多种参与主体通过资源、知识、技术和资金等要素的互动，提升产业整体创新能力，优化创新系统的链式结构[31]。已有研究指出，创新链断裂主要发生在两个节点，一是技术成果转化，二是产品商业化[32]，这两个节点高度依赖多主体创新。燃料电池汽车技术难度大、产业链条长、产品复杂度高、应用场景多等产业特点，要求在发展中必须打通产业链和创新链的融合路径，促进多主体创新成为产业政策作用的关键。为此，构建中央与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群的政策协同理论框架（见图1），明晰政策协同对燃料电池汽车多主体创新的作用机制。
[bookmark: PePindex34][image: 图片3]















[bookmark: pindex50]图1  中央与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群政策协同研究理论框架
注： “三电”指电池、电堆、电控。
如图1所示，燃料电池汽车行业产业链包括分上游、中游、下游和市场4个部分，上游主要由制氢、储氢和加氢企业构成，中游为电池、电堆、电控的研发制造企业，下游为整车制造及伙伴商企业，市场主要指购买燃料电池汽车的终端消费者[33]。创新链的起点为知识创新，通过高校、科研机构及伙伴商企业合作创新，开展行业共性技术研发，生成新知识和新技术；然后，行业核心企业运用这些新知识和新技术解决产品开发；最后，再经过市场化运作将产品转化为商品送至终端消费者。创新链和产业链的融合，主要有两条通路：一是将创新链生成的成果自上而下输送到产业链中，如燃料电池系统、电堆等核心技术攻关的科技成果；二是产业链上的创新要素自下而上向创新链聚集和流动，包括各环节创新主体、创新机会和创新资源的整合。
政策的作用是通过发挥推动机制、拉动机制和保障机制为上述两条通路持续提供动力，形成创新要素流动的良性循环，充分调动产业链和创新链上各个主体的参与积极性，协同推进产业发展。其中，推动型政策的主要作用：一是通过建立交流合作平台，打破多主体之间的交流互动壁垒；二是通过促进多主体之间异质性互补资源的对接，实现价值共创；三是通过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联合攻关，解决关键核心技术问题。拉动型政策的主要作用：一是通过培育行业龙头企业，发挥领军作用，带领行业整体向更高端发展；二是通过引导宣传，从意识层面作用于市场和多方创新主体，提高市场对燃料电池汽车的认可度，激发多方创新主体的合作意愿；三是通过对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的支持，创造多元化使用场景来拉动终端需，从需求层面拉动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发展。保障型政策的作用是从监督管理、法规管制和财政金融等方面保障多主体间创新活动的有序进行。其中，监督管理方面是指在多主体创新合作过程中，政府在安全生产、应急管理等方面给予监督管理；法规管制包括从研发阶段对知识产权专利技术的保护，技术应用阶段的技术标准体系的建立，市场化阶段的市场准则及法规体系的完善等；财政金融措施主要包括财政补贴、税收优惠、专项基金以及信贷保障方面的支持。
[bookmark: pindex54]2  研究设计
[bookmark: pindex55]2.1  数据来源
[bookmark: sys5614769]首先，在国务院、五部委及燃料电池示范城市群相关政府官网进行政策搜索，并通过中国汽车工业信息网、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对政策内容进行补充完善，初步得到186份政策文本；然后，通过万方数据库对所收集的政策进行核对，从政策颁布背景和政策措施相关性等方面进行精读筛选，最后得到153份政策作为研究样本。其中，国家层面政策25项、京津冀示范城市群31项、上海示范城市群32项、广东示范城市群23项、河南示范城市群20项、河北示范城市群22项。
[bookmark: pindex57]2.2  政策量化及标准
重点关注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央地政府政策措施之间的协同。3类政策的每一类下又包含3个细分类别。其中，推动型政策主要作用于多主体之间的关系，具体包括打造交流合作平台、资源供需对接以及科技成果转化；拉动型政策作用于创新需求层面，包括龙头企业市场导向、引导宣传以及示范推广；保障型措施作用于支撑调节层面，包括监督管理、法规管制以及财政金融3个方面。参考学者谢青等[28]、彭纪生等[34]的研究，咨询3位产业政策领域学者、5位燃料电池汽车领域专家，形成政策措施量表标准，以推动型政策为例如表1所示。
[bookmark: pindex61][bookmark: PePindex61]表1  燃料电池汽车领域政策措施量化标准
	政策类型
	政策措施
	得分/分
	评分标准

	推动型政策
	交流合作平台
	5
	从多个方面为燃料电池汽车多主体合作搭建交流合作平台，制定多项措施，内容十分具体

	
	
	3
	提及具体从某几方面加强交流合作，或从某一方面提供支持，内容十分具体

	
	
	1
	仅提及加强交流合作、搭建平台、联合攻关，未做详细阐述等

	
	资源供需对接
	5
	从多个方面为人才等资源的流动提供支持，制定多项措施，内容十分具体

	
	
	3
	提及具体从某几方面加强人才等资源的流动对接，或从某一方面支持，内容十分具体

	
	
	1
	仅提及人才、要素对接等字样

	
	科技成果转化
	5
	从多个方面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制定多项措施，内容十分具体

	
	
	3
	提及从某几方面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或从某一方面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内容十分具体

	
	
	1
	仅提及科技成果转化字样，未做详细阐述等


[bookmark: PePindex102]注：2分介于1分和3分，4分介于3分和5分，根据政策内容酌情量化。

在对量化标准讨论一致后，成立打分小组。首先由每位成员对随机选出的40份政策样本独立地进行预打分，随后每位成员对其他人的打分数据进行内部核验，记录打分过程中的疑惑以及影响一致性（分值相差1分）的原因并进行集中讨论，同时咨询汽车领域及产业政策领域的专家，结合专家评议对评分表内容进行调整与细化，统一打分原则；然后再随机选出20份政策进行组内二次独立打分核验，在此基础上确定最终评议标准。最后正式打分环节由小组成员独立打分，对一致的数据结果保留，不一致的个别数据再次进行集中讨论，直至各位成员的打分结果分差控制在1分以内，计算出打分值的算术平均数为各项的最终得分。
[bookmark: pindex105]2.3  协同测度函数
[bookmark: pindex106]2.3.1  状态协同度函数
参考何源等[35]在研究中构建的状态协同度模型，测度中央和地方两个子系统之间的政策协同度。测度函数如下：
[bookmark: pindex108] u（）=exp[]                　　　　　　　　（1）
[bookmark: pindex109]U（）=[]                                 （2）                   
式（1）（2）中：u（）代表地方政策措施对中央政策措施的协同度；代表中央政策措施对地方政策措施的协同度；U（）代表央地总体协同度；MNi是第i年中央政策措施的实际得分，MNi′为中央政策措施第i年在地方政策措施要求下的拟合值；S2是中央政策措施实际得分的方差值。
借助EViews10.0计量软件测算2011－2021年样本数据的拟合值，将中央政策措施每年的实际得分作为因变量P，地方政策措施每年的实际措施作为自变量M，对数据做回归分析，建立P＝C1＋C2M的线性回归方程，测算出回归系数C2的值，C1为截距项；将5个示范城市群政策措施每年的实际得分代入回归方程，可以得出中央政策措施的拟合值MNi；利用式（1）可以测度出2011－2021年地方政策措施对中央政策措施的协同度，同理可以测出中央政策措施对地方政策措施的协同度；再利用式（2）计算央地总体协同度，式（2）表明地方措施对中央措施的协同度和中央措施对地方措施协同度相差越大，央地总体协同度数值越小，地方措施对中央措施的协同度和中央措施对地方措施的协同度相等时，央地总体协同度取值为1，此时中央与地方政府政策措施间完全协同。
[bookmark: pindex112]2.3.2  复合系统协同度
复合系统是由多个子系统构成的有机结构，复合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受到子系统之间的协调作用与协同度影响。现有研究中，学者们如汤超颖等[36]、刘英基[37]、张杨等[38]将构成复合系统的子系统发展协调程度称为子系统有序度，将复合系统整体的发展协调程度称为协同度，并基于此观点构建了复合系统协同度的计算模型。根据复合系统定义，分别将中央层面的政策集和示范城市群的政策集视为复合系统，每个复合系统均由3类政策即3个子系统构成，3个子系统之间的均衡协同程度从内部决定了各复合系统的协调程度。参照汤超颖等[35]学者研究构建复合系统协同度测度模型。首先，构建子系统有序度模型。以中央层面为例，将中央层面燃料电池汽车多主体政策体系复合系统设为X=｛X1，X2，X3｝，其中X1、X2、X3分别为推动型政策子系统、拉动型政策子系统、保障型政策子系统。序参量支配子系统的行为、主宰系统的演化；又以推动型政策措施子系统为例，其组成措施交流合作平台、资源供需对接以及科技成果转化都是影响其有序度的序参量，因此有子系统Xi，i∈［1，3］。设子系统发展过程中的序参量为 eij ，j ∈［1，3］，如表2所示，βij≤eij≤αij，j∈［1，3］，αij和 βij分别为序参量的上限值和下限值，αij和 βij取各序参量eij在2011－2021年间最大值和最小值的110%。指标均有正功效，即 ei1，ei2，…，eij取值越大，系统的有序程度就越高。因此各子系统Xi序参量的有序度xij可表示为：
[bookmark: pindex114]xij ＝                                        （3）
利用几何平均法测量子系统Xi的有序度，因此xi可以表示为：

[bookmark: pindex116]xi ＝         　　　　　                    （4）
[bookmark: pindex117]xi取值范围为[0,1]，当xi越大时，说明子系统越有序；反之说明越无序。
[bookmark: pindex118][bookmark: PePindex118]表2  各子系统序参量
	子系统 Xi
	序参量eij

	X1推动型政策
	交流合作平台e11

	
	资源供需对接e12

	
	科技成果转化e13

	X2拉动型政策
	龙头企业市场导向e21

	
	引导宣传e22

	
	示范推广e23

	X3保障型政策
	监督管理e31

	
	法规管制e32

	
	财政金融e33




[bookmark: PePindex140]然后，构建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假设给定初始时刻t0为2011年，因此实证分析得到的为2012－2021年的结果。X的3个子系统的有序度分别为x10、x20、x30，在过程中的另一时刻t’，各子系统的有序度分别为x1’、x2’、x3’，因此X的协同度可以表示为：

[bookmark: pindex141]S＝θ               　　　　　　　　　　　（5）
当xi’＞xi0时，θ取值为1，当xi’＜xi0时，θ取值为−1。可以通过θ的取值判断各个子系统的协调方向：当θ=1时，S取值为正，表明各个子系统的有序度上升，整个复合系统协调有序发展；当θ=−1时，C取值为负，表明最少一个子系统的有序度下降，整个复合系统没有协调有序发展。因此，S的取值范围为[−1,1]，并且S越大表明3个子系统的协同发展程度越高；反之则越低。参照刘英基[37]等人的研究，将复合系统协同状态分为不协同、低度协同、一般协同、高度协同和协同一致5个区间，如表3所示。
[bookmark: pindex143][bookmark: PePindex143]表3  复合系统协同程度
	项目
	S取值范围

	
	[−1.0，0]
	(0，0.3]
	(0.3，0.7]
	(0.7，1.0)
	1.0

	复合系统状态
	不协同
	低度协同
	一般协同
	高度协同
	协同一致



[bookmark: PePindex159][bookmark: pindex159]2.3.3  政策协同效果计量模型
借鉴前人对政策协同效果检验的研究，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引入政策协同度构建模型，用于测度政策协同度的效果。考虑到政策作用的滞后性，经过多次检验，构建计量模型如下：
[bookmark: PePindex161][bookmark: pindex161]LnYt=α+β1lnzt−1+β2lnK t−1+β3lnLt−1    　　　　　　　　　　　　（6）
式（6）中：z为央地政策协同度，以中央和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群在3种措施上的总协同度衡量；t代表年份，Kt−1和Lt−1分别为前一年的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K以行业历年的研发经费投入衡量，L以行业的研发人员全时当量衡量，数据来源为国家统计局以及洞见研报；Y为燃料电池汽车行业2012－2021年历年的创新绩效，该指标反映行业的整体创新能力及创新发展，用行业历年的专利数量衡量，数据来源为大为专利数据库。
[bookmark: pindex163]3  研究结果及分析
首先，利用状态协同函数分别对3种类型的政策进行央地协同的测度，发现在11年的时间跨度中，5组央地协同度均有提升，尤其是拉动型政策的央地协同上升演进最为突出；与此同时，3类政策在5个央地协同结果中都展现出波动演进的趋势，表明协同效果不稳定。然后，利用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分别对中央层面和示范城市群政策体系的政策协同情况进行测度，发现二者的协同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演化差异。最后，利用计量模型对政策协同效果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政策协同度对行业创新绩效以及行业规模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bookmark: pindex165]3.1  政策协同分析
（1）推动型政策子系统有序度。如表4所示，在推动型政策子系统中，央地政策协同有序度均在2016年后达到第一个制高点，而且在2016年以前有序度很明显地逐年增加，说明在2011－2016年间推动型政策子系统正稳步向有序状态发展；同时，3类细分措施搭配设计得较为合理，而在2016年以后央地政策协同有序度均呈现不同程度的波动，结合政策原文发现，在2016年以后国家和示范城市群多结合自身发展特点、积累的资源和其他储备优势开始有所侧重地搭配政策措施，因此整个子系统从均衡发展转向有重点地推进发展。
[bookmark: sys167032][bookmark: pindex167][bookmark: PePindex167]表4  我国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央地政策协同的推动型政策子系统有序度
	年份
	中央
	示范城市群

	
	
	京津冀
	上海
	广东
	河南
	河北

	2011
	0.031 6
	0.235 2
	0.266 0
	0.171 7
	0.472 5
	0.046 8

	2012
	0.431 2
	0.373 2
	0.110 8
	0.049 8
	0.593 7
	0.209 9

	2013
	0.361 0
	0.321 7
	0.155 0
	0.138 4
	0.641 2
	0.448 8

	2014
	0.609 0
	0.473 3
	0.138 5
	0.379 0
	0.728 1
	0.287 3

	2015
	0.230 7
	0.758 3
	0.366 0
	0.372 4
	0.469 9
	0.563 1

	2016
	0.821 5
	0.792 7
	0.751 9
	0.598 8
	0.408 9
	0.826 2

	2017
	0.860 2
	0.427 0
	0.221 2
	0.173 7
	0.714 1
	0.795 4

	2018
	0.193 9
	0.238 7
	0.382 1
	0.301 2
	0.637 8
	0.726 2

	2019
	0.619 7
	0.539 7
	0.463 5
	0.544 8
	0.325 8
	0.201 8

	2020
	0.430 8
	0.596 3
	0.526 3
	0.513 5
	0.863 3
	0.585 4

	2021
	0.646 6
	0.746 1
	0.654 9
	0.541 5
	0.644 0
	0.722 6




[bookmark: sys2578994][bookmark: PePindex257]从推动型政策的总体协同结果中可以发现（如图2所示），京津冀示范城市群和广东示范城市群政策的协同演进无明显差异，基本呈现同升同降的趋势，二者协同度自2015年以后相差无几基本重合。上海示范城市群、河北示范城市群以及河南示范城市群政策的协同度呈现“Ｗ”状演化结构，并且上海和河北的示范城市群政策出现的两次协同度低点都分别在2014年和2018年两年，数值均为0.5左右。通过研读政策原件发现，上海和河北两个示范城市群在这两年内出台的与氢燃料电池密切相关的政策数量很少，且政策措施主要从宏观层面指导发展，政策精准性不够强。同时发现，相较于其他示范城市群，京津冀和河南两个示范城市群政策的协同度整体较低，协同水平最高值均没有达到0.9。进一步分析这两个示范城市群的政策结构发现，其以“氢燃料电池”或“氢能”为主题的强针对性的政策数量较其他示范城市群占比偏低。


[bookmark: PePindex259]





[bookmark: sys265031]


[bookmark: pindex265]图2  我国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央地政策协同的推动型政策总体协同度

（2）拉动型政策子系统。由表5可知，在拉动型政策子系统中，央地政策协同有序度整体较推动型子系统有序度呈现出高水平态势，并且该子系统稳步有序发展的态势较为明显。结合政策文本分析发现，中央及示范城市群产业政策中设计了较多的示范推广政策措施，并且多个地区多次为示范推广出台了专项政策，可见国家和示范城市群对燃料电池汽车的示范推广十分重视。
[bookmark: sys268032][bookmark: pindex268][bookmark: PePindex268]表5  我国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央地政策协同的拉动型政策子系统有序度
	[bookmark: _Hlk141363840]年份
	中央
	示范城市群

	
	
	京津冀
	上海
	广东
	河南
	河北

	2011
	0.171 1
	0.230 7
	0.133 6
	0.428 1
	0.024 6
	0.027 1

	2012
	0.062 0
	0.201 8
	0.161 2
	0.523 7
	0.631 3
	0.074 8

	2013
	0.189 6
	0.450 6
	0.355 0
	0.462 2
	0.528 4
	0.206 5

	2014
	0.220 7
	0.373 3
	0.388 6
	0.189 3
	0.874 1
	0.258 1

	2015
	0.252 8
	0.445 5
	0.717 6
	0.522 4
	0.723 7
	0.459 2

	2016
	0.396 1
	0.636 4
	0.731 9
	0.589 8
	0.528 4
	0.208 0

	2017
	0.481 5
	0.633 9
	0.487 3
	0.655 4
	0.723 1
	0.370 2

	2018
	0.595 7
	0.908 1
	0.752 5
	0.416 4
	0.466 4
	0.459 2

	2019
	0.523 2
	0.642 9
	0.558 9
	0.422 2
	0.688 0
	0.532 7

	2020
	0.624 9
	0.765 3
	0.695 7
	0.551 3
	0.794 0
	0.541 5

	2021
	0.793 1
	0.786 3
	0.731 1
	0.769 5
	0.907 4
	0.925 6




[bookmark: PePindex358]从拉动型政策的总体协同结果中可以发现，示范城市群与中央的政策协同度整体呈现上升趋势。自2015年开始，所有示范城市群的协同度呈现同升同降的同步发展态势，在相同的年限迎来同高点或同低点。其中，京津冀和上海示范城市群与中央的协同度较高，究其原因是，这两个示范城市群的政策样本中对燃料电池汽车的示范推广做了大篇幅的详细规划，并针对示范推广出台了相应的支持政策。自2012年开始，广东示范城市群与中央的政策协同度提升后整体发展比较稳定；河北和河南示范城市群与中央的政策协同度演化波动较大，跨度在0.85左右。通过对河北和河南示范城市群的政策结构和政策文本分析发现，由于这两个示范城市群产业发展起步较晚，近年来地方政府大幅加大相关政策力度，因此政策协同度表现出较大增长，在2020年达到了0.99，具体如图3所示。
[bookmark: PePindex360]







[bookmark: sys368031]
[bookmark: pindex368]图3  我国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央地政策协同的拉动型政策总体协同度

（3）保障型政策子系统。在保障型政策子系统中，央地政策有序度整体呈现出较高水平（见表6）。如自2016年起，各子系统有序度明显增加，并且均在近两年增加到了最高水平，说明中央及示范城市群的保障型政策子系统在稳步有序发展。结合政策文本分析发现，保障型政策工具的使用频次高且措施种类丰富，同时与拉动型政策类似，多个地区多次为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出台了专项财政补助政策，由此说明国家和地方一直致力于为燃料电池汽车的发展打造稳定有序的发展环境。
[bookmark: sys371032][bookmark: pindex371][bookmark: PePindex371]表6  我国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央地政策协同的保障型政策子系统有序度
	年份
	中央
	示范城市群

	
	
	京津冀
	上海
	广东
	河南
	河北

	2011
	0.167 5
	0.053 8
	0.287 8
	0.088 5
	0.043 7
	0.376 0

	2012
	0.291 4
	0.043 3
	0.116 3
	0.110 6
	0.102 7
	0.128 2

	2013
	0.307 9
	0.412 4
	0.129 4
	0.381 4
	0.503 0
	0.431 5

	2014
	0.284 9
	0.148 4
	0.343 7
	0.130 7
	0.444 1
	0.699 1

	2015
	0.488 9
	0.213 7
	0.415 0
	0.546 4
	0.283 2
	0.473 1

	2016
	0.648 1
	0.351 6
	0.714 7
	0.476 7
	0.753 4
	0.537 9

	2017
	0.646 4
	0.432 7
	0.487 3
	0.544 3
	0.432 6
	0.515 1

	2018
	0.757 4
	0.588 4
	0.571 2
	0.478 6
	0.442 4
	0.688 9

	2019
	0.673 9
	0.563 3
	0.469 5
	0.502 0
	0.797 3
	0.781 1

	2020
	0.803 7
	0.541 8
	0.643 3
	0.887 1
	0.602 8
	0.642 1

	2021
	0.915 4
	0.878 7
	0.837 1
	0.941 9
	0.874 8
	0.713 6



[bookmark: PePindex460]保障型政策央地协同演化趋势如图4所示，央地政策协同演化拐点较多，没有明显的同升同降趋势；示范城市群的政策协同度起点值相差较小，只有京津冀为0.66，其余均在0.5左右，并且2021年的协同度值十分接近，总体呈现殊途同归之势。其中，京津冀和上海两个示范城市群与中央的政策协同度波动较小，相对稳定，协同度均在0.4以上；广东和河北两个示范城市群与中央的政策协同均呈现“几”字形演化态势，但河北示范城市群与中央的政策协同度最高点早于广东3年，即河北城市示范群的保障型政策体系在2014年就已开始走向完善，广东则是在2017年达到高点；河南示范城市群与中央的政策协同度呈现“Ｗ”状演化趋势，在2017年和2019年为趋势低点，结合政策原件分析发现，2017年和2019年河南示范城市群的政策措施向拉动型倾斜，保障型政策的使用频次和种类在这两年有所减少。



[bookmark: PePindex470]



[bookmark: sys479031][bookmark: pindex479]图4  我国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央地政策协同的保障型政策总体协同度

（4） 细分政策。以3类政策的9项细分措施得分为基础，计算出各细分政策2011－2021年的分数均值，然后通过式（1）（2）测算出中央分别与5个示范城市群在9个细分政策上的协同度，共计得到45组数据，如图5所示。可以看出，中央与各项细分政策的协同度分布在[0.27,0.99]区间，均值为0.69，基本达到高度协同水平。其中，交流合作平台、资源供需对接以及科技成果转化3项细分政策的央地协同度最高，分别为0.99、0.89和0.82，表明地方政府对推动型政策的部署和规划落实最为精准；3项拉动型政策细分政策的央地协同度比较平均，且协同度均超过0.7，达到高度协同水平；但是保障型政策的法规管制和财政金融两个方面的央地协同度偏低，分别为0.27和0.51。因此，地方政府应为燃料电池汽车出台更完善的技术标准体系，制定更完善、具体的生产规范以及市场准则，加强对知识产权以及专利技术的保护，逐步完善法规管制体系，同时加大财政补贴的力度以及信贷保障等，加强保障型措施的落实，为燃料电池汽车发展提供更加稳定有序的发展环境。
[bookmark: PePindex483]
[bookmark: pindex484]图5  2011－2021年我国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央地政策协同的细分政策分布

[bookmark: sys486060]具体分析来看：中央与上海示范城市群细分政策的协同度分布在[0.45,0.96]区间上，均值为0.77，超过高度协同水平。除财政金融和交流合作平台两个细分政策协同度低于0.7（分别为0.45和0.65）之外，其余细分政策协同度均高于0.7，达到高度协同。由此说明上海示范城市群对中央政策的落实较为精准。下一步应在财政金融和交流合作平台政策措施上有所侧重：一方面可以为燃料电池汽车发展设立专项资金，拓宽融资渠道，从税收上对燃料电池汽车的生产、购买以及加氢站的建设等方面提供更多的支持；另一方面，上海作为牵头城市可以发挥自己的资源优势，联合高校、科研院所、企业、金融机构、政府以及其他参与城市共建多主体合作平台，同时凭借其国际资源优势，拓宽与国际相关机构的交流合作，为多产业主体合作打造更广阔的空间，整合更多优质资源。
中央与广东示范城市群细分政策的协同度分布在[0.38,0.91]区间，均值为0.71，表明央地政策协同情况良好。具体地，相较于其他细分政策的高度协同，示范推广和交流合作平台两项措施的央地协同度较低，协同度分别为0.49和0.38，说明广东示范城市群对这两项措施的落实不够精准。今后，广东在示范推广方面，应加大对加氢站建设的支持力度，推进燃料电池汽车在物流、公共交通等方面的应用推广，对示范区和试点工程做好规划部署；在交流合作方面，应充分调动广东及相关省区市在产学研和对外合作方面的优势资源，组织国际交流活动拓展燃料电池汽车海外市场和国际合作，以协会平台和科技攻关项目为纽带引导和鼓励产学研多主体合作创新。
中央与河南示范城市群细分政策的协同度分布在[0.77,0.99]区间，均值为0.91，央地政策协同水平表现突出，9项细分政策的央地协同均达到高度协同水平。结合政策原件分析发现，由于近两年中央与河南示范城市群协同水平均值分别高达0.97和0.99，因此拉高了整体协同水平，也表明河南示范城市群近两年对中央政策落实精准，央地政策协同效应显现。
[bookmark: sys489052]中央与河北示范城市群细分政策的协同度分布在[0.46,0.94]区间，均值为0.76，超过高度协同水平。其中，推动型政策的3个细分措施央地协同表现最佳，协同度最低值为0.84；保障型政策3个细分措施的央地协同表现尚可，监督管理、法律法规和财政金融的央协同度分别为0.63、0.81和0.65；表现欠佳的是拉动型政策下的引导宣传方面，央地协同度仅为0.46。针对上述问题，河北应加大科普宣传力度，引导公众的绿色消费观念，加强消费者对燃料电池汽车的认可度进而拉动终端需求，同时建立健全有利于促进燃料电池汽车技术创新的法规体系，优化融资和税收补贴手段，以鼓励企业为主导开展多主体创新活动。
（5） [bookmark: PePindex496][bookmark: pindex495]央地复合系统协同度。由图6结果可知，央地政策体系的复合系统协同度虽有波动，但都呈现出了较明显的上升趋势。首先，中央层面政策复合系统的协同度仅在2012年出现负值，原因是2012年的拉动型政策子系统有序度较基准时刻2011年有所下降，所以整个系统的表现为不协同的状态，并且在2018年推动型政策子系统有序度增幅较低，仅占保障型政策增幅的27.5%，所以在2018年协同度下降，复合系统表现为低度协同；2012－2021年间协同度总体较为平稳，经过分析认为原因是中央层面出台的政策常常是针对全产业的规划布局，是地方贯彻执行的标准，比较全面，3种类型政策措施的搭配运用比较合理，所以整个政策复合系统的发展比较协同有序。











[bookmark: pindex505]图6  我国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央地政策体系复合系统协同度的年度分布

具体而言：京津冀示范城市群政策体系复合系统的协同度不断上升，但期间有过两次波动：2012－2015年间从低水平协同走向了一般水平协同，2016－2019年间呈波动下降，2020年后持续上升。结合政策原件分析发现，2012－2015年间出台的政策大多是针对氢产业发展规划，3类政策被均衡使用，因此复合系统协同度持续改善；2016－2019年出台了大量的专项政策，如财政补贴和示范推广政策等，但有关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以及打造交流合作平台的政策内容较少，这就使得保障型政策和拉动型政策子系统有序度增幅较大，但推动型政策子系统有序度增幅较小，造成复合系统总体协同度走低的现象；2020年以后，中央和各示范城市群密集出台了多项燃料电池汽车产业政策，即使个别政策文中存在某类政策措施的缺失，但由于总体数量多且政策之间可以互补，因此这一阶段复合系统协同度呈明显上升趋势。
上海示范城市群政策体系复合系统协同度在2012－2021年间有过1次较大波动。其中，2012－2014年表现为低协同和不协同的状态，主要由于早期针对燃料电池汽车出台的政策数量较少，多在全市工业发展规划中提及，因此早期在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形成的政策系统不够成熟；2015－2017年间从一般协同走向不协同，主要因为2017年出台的政策中较多使用了拉动型和保障型政策，推动型政策很少提及，造成了推动型政策的有序度降低，所以复合系统整体表现为不协同；自2017年以后，整个复合系统逐步走向高水平协同。
广东示范城市群政策体系协同度的发展趋势与上海示范城市群相似，2012－2016年间从不协同到低水平协同再到一般协同，说明了在这5年间广东示范城市群对3种政策措施的搭配应用比较合理；2016－2019年间协同度逐渐降低，结合政策原件分析发现，该示范城市群由于具备较为坚实的人力、财力和地理位置等优势，在政策措施中较多地使用了财政金融、资源供需对接和交流合作平台等措施，因此保障型子系统和推动型子系统的有序度增幅较大，加之2011年拉动型子系统有序度起点较高，后续增幅小甚至有所降低，所以造成了2019年系统不协同的现象；2019年以后协同度有所提高，但是峰值只达到了一般协同水平。
河南示范城市群政策体系协同度发展波动较大，两次不协同的现象分别出现在2016和2019年。结合政策原件分析发现，2016年出台的政策数量较少且针对性不够强，尤其是推动型政策的有序度降低，造成复合系统协同度降低，且3种政策之间表现为不协同，2019年主要因为专项政策的推出使得保障型子系统有序度大幅增加，而其他两个子系统有序度增幅小甚至有所降低，所以整体表现为不协同；自2019年后复合系统协同度有了很明显的上升，并且上升幅度很大，已经达到了高度协同水平。
河北示范城市群政策体系协同度发展总体表现为上升趋势，仅在2017年略有下降。分析政策原件发现，由于2017年出台的政策总量少，难以弥补个别政策中3类政策搭配的不均衡问题，同时，保障型政策子系统有序度增幅较小，而推动型和拉动型和两个政策子系统的增幅较大，也进一步加大了复合系统整体的不协同；2017年以后，复合系统协同度持续上升，峰值达到一般协同水平。
[bookmark: pindex512]3.2  政策协同效果实证检验
首先将打分得到的政策原始数据按照年份整理，代入式（1）（2）中计算中央与示范城市群在3种政策上的总体协同度，以2012－2021年的央地政策协同度为基础数据，并以燃料电池行业的研究人员全时当量、行业研发经费作为解释变量，研究央地政策协同度与燃料电池行业创新绩效及行业规模之间的关系。利用EViews软件对模型的估计结果如表7所示，计量模型整体上通过检验，央地政策协同度与行业创新绩效、行业规模显著正相关，表明央地政策协同正向影响燃料电车行业发展。进一步，参照陈升等[39]和程华等[40]学者的研究，运用专利成果数量代表行业创新绩效再次进行检验，从表7的t统计量和调整后的R2值可以看出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各个变量的系数均为正值并且显著，即政策协同度、研发经费投入、研发人员全时当量对行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且政策协同度对行业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作用远大于研发经费投入和研发人员全时当量，其他投入保持不变时，政策协同度的对数值每提高1%，行业创新绩效（专利成果数量）对数值就会提高12.684%。
[bookmark: pindex514][bookmark: PePindex514]表7  2011－2021年我国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央地政策协同度对行业创新绩效的回归估计结果
	指标
	C
	Z
	K
	L
	

	Y行业创新绩效
	23.192
	12.684**
	3.874*
	2.867*
	

	t
	1.218  
	4.185
	2.818
	2.452
	

	R2
	0.986

	调整R2
	0.979

	F
	142.129***


[bookmark: PePindex539]注：*代表P<0.05，**代表P<0.01，***代表P<0.001。

[bookmark: pindex541]4  结论及建议
[bookmark: pindex542]4.1  研究结论
[bookmark: sys5430148]本研究收集分析了2011－2021我国年中央层面以及5个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群颁布的153份产业政策，重点关注政策中促进多主体创新的内容，采用状态协同度模型和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对央地政策协同进行测度，并应用回归分析检验了国家层面3类政策协同度对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得到主要结论如下： 
（1）央地3类政策协同演化呈“Ｗ”状，总体协同度逐渐提升，但过程不够稳定。其中自2014年开始，拉动型政策措施协同度有明显上升演化趋势，说明各示范城市群对中央层面有关龙头企业的市场导向、引导宣传以及示范推广的政策部署能够精准落实，拉动型政策体系完善程度较高。在11年的时间跨度中，5个示范城市群与中央在推动型和保障型政策措施之间的协同度，均有多个不连续的协同度高点和协同度低点，反映出在推动型和保障型政策方面示范城市群对中央政策的贯彻实施稳定性欠佳。
（2）央地政策在9项细化措施方面的协同情况总体比较理想，央地协同度分布区间为[0.27,0.99]，均值为0.77。其中，达到高度协同的占比达71%，一般协同占比为27%，低度协同占比仅为2%，且不存在不协同的情况。总体而言，央地政策在监督管理、资源供需对接、科技成果转化等政策措施上达到了高度协同，在示范推广、财政金融等政策措施上处于一般协同，在法规管制、交流合作平台等方面协同水平较低。
（3）央地政策复合系统协同度演化虽呈现不同波动状态，但均在近两年达到最高协同水平。2011－2021年间，中央政策体系中3类政策间的协同水平呈稳步上升态势，在2021年达到高度协同水平，表明国家较好地发挥了政策合力引导作用；示范城市群3类政策的协同演化整体呈现波动上扬态势，其中京津冀、上海以及河南示范城市群的3类政策均在2021年达到高度协同水平，广东和河北示范城市群最高只达到了一般协同水平，反映出地区之间政策协同的非均衡发展。此外，近两年中央和各示范城市群对3类政策的搭配使用更加均衡，政策合力效果日益突出。
（4）政策协同对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发展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实证结果显示央地政策协同度与行业创新绩效之间有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表明央地政策协同是影响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3类政策的复合协同度对行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3种政策机制的协同作用既有助于促进产业链和创新链上的多主体创新活动，从而提高行业整体创新绩效，也能够促使更多企业主体参与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发展，提升产业活跃度，推进产业规模化发展。
[bookmark: pindex548]4.2  政策建议
（1）持续优化央地政策体系，提升政策协同合力，助推燃料电池产业发展。中央出台的产业相关政策应特别注重对多主体创新的推动、拉动和保障作用，以充分发挥3类政策协同效应对燃料电池产业创新和市场活力的促进作用；各个示范城市群需结合自身产业特色、优势资源及现存问题，补齐政策短板，加强在示范推广、法规管制和交流合作平台等方面的政策力度，稳步提升央地政策协同水平，有效发挥政策合力。
（2）各级产业政策应加强对多主体创新合作机制的引导规划。多主体创新合作需要依托于稳定的创新合作机制，因此各级政策应加大对企业、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共建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基地的支持力度，以及加大对搭建技术研发平台、成果转化平台及示范应用平台的鼓励力度，推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培育；地方政府应充分发挥自身地理位置以及积累的资源优势，形成区域间的优势互补、互带共进，扩大燃料电池汽车产业示范推广应用范围，加快形成产业发展良好氛围。
（3）地方政府应加强政策落实精准性，持续完善政策实施过程中的调配运行机制。在政策核心理念与中央保持高度协同的基础上，尽量细化政策目标和措施内容，尤其注重推动型和保障型政策的细化和完善，形成政策措施在多主体创新环节的精准导向；优化各种政策措施在规划使用中的均衡性与协调性，根据自身发展需求有所侧重，但不能打破政策结构的整体协调性，在促进央地政策协同的同时提高自身政策体系的协同性。


[bookmark: pindex55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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